数字经济政策对农业低碳生产效率的驱动效应与机制
——基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古  川，苏湘仪，匡远配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湖南长沙 410128）

摘要：在粮食安全、社会安全、生产经营压力等多重约束下中国农业必须走兼顾低碳排放和产业效益的道路。为平衡农业生产总量和碳排放强度，应当从投入产出的视角来分析政策的效果，通过考察剔除排碳量后的农业产出效率来定量判断政策的效应。为此，选择中国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对象，基于2008－202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检验数字经济政策对包含碳排放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生产效率的作用机制，同时探究数字经济政策对功能定位、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影响的差异。结果发现：数字经济政策显著提升农业低碳生产效率，体现出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且这一促进作用在非粮食主产区、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更为显著；数字经济政策能够通过促进农业技术创新、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改善基础设施、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来提高农业低碳生产效率。因此，建议中国政府部门要更充分地使用数字经济政策工具，着力促进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推广使用，带动农业提高生产水平并减少碳排放，实现农业绿色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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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iving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ic Policies on Agricultural Low-Carbon Production Efficiency: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National Big Data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Zone Pilot Policy

Gu Chuan, Su Xiangyi, Kuang Yuanpei
(School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Under multiple constraints of food security, social security, and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pressures, China's agriculture must pursue a path that balances low carbon emissions with industrial efficiency. To balance the total produc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of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effects of policies should be analyzed from an input-output perspective. The effects of the  policies can be quantitatively assessed by examining the agricultural output efficiency after excluding carbon emissions. To this end, this paper selects the "National Big Data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Zone" pilot policy as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bject.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8 to 2022,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is employed for testing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policy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with undesirable carbon emissions output;  meanwhil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policies on functional positioning,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 different regions are further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economic policies hav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gricultural low-carbon production efficiency, presenting both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and this promotion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non-main producing areas, western regions and underdeveloped areas. The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finds that digital economic policies can improve agricultural low-carbon production efficiency by promoting agricultur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hancing human capital,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and expanding sales channel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o make fuller use of the tools provided by digital economy policies, with a focus on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in agriculture. This will help boos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levels while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ultimately achieving green and low-carb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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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CO2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1]。必须认识到，中国农业生产减排降碳的压力巨大，不仅是因为农业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大，全球有近1/3碳排放来自食物系统[2]，而且因为中国农业要承担粮食安全和社会安全的重任，保障国家每年近7亿t的粮食供应，确保近3亿户农户基本经营收入[3]，生产经营压力会导致碳排放维持在较高水平。所以，在多重约束下中国农业必须走兼顾低碳排放和产业效益的道路，发展具有低碳特征的高效农业。 
数字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形态，对农业低碳发展的影响程度还有待探究。中国的农业发展受惠于数字经济类政策，在有关扶持项目、专项资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得到了政府大力支持[4]，比如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中设立了智慧农业发展的专项。但是，从碳排放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政策同时在农业生产中做加法和减法：一方面通过改善数字基础设施，帮助农业完善生产条件、提高农业产量、提升农产品销售能力，而这些生产性过程带来了碳排放量增加；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带动农业绿色技术创新、减少生产资料投入、改进资源要素配置，从而减少了碳排放总量。那么，数字经济政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应该如何判断？本文认为由于中国农业生产要平衡生产总量和碳排放强度，应当从投入产出的视角来分析政策的效果，不论数字经济政策带来了碳排放的增加还是减少，都必须优先考虑农业生产的产出水平，然后再扣减掉碳排放量的负面效应，并依此判断整体影响效果。因此，恰当的做法是将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通过考察剔除排碳量后的农业产出效率，来定量判断政策的效应。基于此，本文以中国首个数字经济试点政策——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以下简称“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开展数字经济政策影响农业低碳生产效率的研究。
1 文献综述
本文结合数字经济政策和农业生产效率进行研究，当前与此主题密切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3类：一是数字经济发展政策的相关研究；二是农业低碳生产效率的测度；三是数字经济政策对产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分析。
1.1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影响的研究
数字经济在各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同国家鼓励利用数字经济政策促进经济发展。Foster等[5]广泛分析各发展中国家的现行数字经济政策发现，政府干预型政策可以更有力促进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发展；陶长琪等[6]认为数字经济政策是指促进、规范和治理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陈卓等[7]认为数字经济的系列前沿政策举措是破除政府传统管理理念、落后的经济机制、传统产业和国际政治偏见等数字经济发展困境的顶层设计；徐佳等[8]、孙伟增等[9]认为，数字经济政策主要通过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发挥作用，并且在政府数字补贴支持下吸引数字化企业和人才集聚，有效改善地区数字生态；张叶青等[10]指出以大数据为支点撬动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是中国未来大数据相关政策设计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此外有研究指出政府是推动数据采集、开放和应用的重要主体，国家政策是建设公共数据平台的坚强指引[11]。大数据作为政府治理创新的新工具，其发展可以有效提升政府治理效率，制度环境是其发挥作用的主要条件，二者的有效契合更是提高政府绩效和抑制腐败的关键[12]。
1.2农业低碳生产效率的测度
已有研究基于资源环境约束的角度，在传统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中增加环境要素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并以此来考察中国农业绿色发展。随着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剧增，以Apergis等[13]、Vaninsky[14]为代表的大量研究认为污染是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因而开始将环境因素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指标体系。学术界主要使用的测算方法有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以及GML指数法。例如，全炯振[15]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算中国各省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分析其时序增长与空间分布特征；李振冉等[16]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算中国各省份碳排放效率，并分析其时空差异与驱动因素；李谷成[17]等将中国各省份农业污染排放量纳入非合意产出，应用非径向、非角度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核算农业绿色生产率；李红莉等[18]利用超效率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空间视角考察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王玉爽[19]【与文后著录不符】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中国【对象是否有特定的行业范围请作者确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1.3数字经济政策影响产业绿色发展的机制
数字经济政策对绿色低碳产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技术进步、结构优化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带动了工业以及农业活动碳排放减少[19]【待再确认】。数字经济政策主要通过提升政府治理水平、推动智能化发展、促进区域创新和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其有效性，通过技术进步实现其促进效应[20]。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建立有利于促进创新要素、技术要素加快流动，吸引新兴产业进驻，以提高技术创新质量，并通过绿色技术进步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推动中国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赵巍[21]通过机制分析证明了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城市技术创新能力，从而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袁淳等[22]认为数字化可以通过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除此之外，数字经济带来的技术多样化也为碳减排提供了更稳定的激励[23]。杨刚强等[24]、史丹[25]的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条件下，数字基础设施、相适应的制度环境和国民数字素质是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基本条件。在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是中国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其最直接路径是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26]。此外，数字乡村的建设同样可以有效推进农业生产要素和资源优化集成配置，显著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减少农业生产碳排放[27]。
1.4文献述评
通过对已有相关文献的梳理可见，学者们发现了数字经济政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在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城市碳排放等方面，但在农业领域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本文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以下简称“试点政策”）表征数字经济政策，以此为准自然实验来检验数字经济政策对农业低碳生产效率的影响效应。
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2.1试点政策背景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15年批复的系统部署大数据发展工作的重要战略举措。其中，《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指出要全面推动大数据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应用，积极发展农业农村大数据，充分利用数据资源，构建农业农村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实现农业资源要素数据共享，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服务。试点政策中与农业相关内容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试点政策中与农业相关的主要内容
	项目
	主要内容

	发展目标
	开展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推动农业数据资源整合，提升农业数据治理能力。推动大数据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应用和产业创新发展，培育新兴业态

	具体任务
	（1） 发展农业农村大数据。完善村、县建设的有关数据采集、传输、共享基础设施，建立农业农村数据采集、运算、应用服务体系。（2）构建农业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农产品全球数据调查分析系统工程，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和农村整治环节提供综合、便捷、高效的信息服务，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3）实现农业资源要素共享。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卫星遥感等技术建立资源要素数据监测体系、构建农业资源要素数据共享平台并提供数据查询服务，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利用数据平台开发测土配方施肥、统防统治、农业保险等服务。（4）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服务水平。利用信息技术为生产者、消费者、监管者提供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服务；实现农业生产各环节信息可查询、来源可追溯、去向可跟踪、责任可追究

	执行对象
	第一批（2015年）：贵州省；第二批（2016年）：京津冀、珠江三角洲、上海市、河南省、重庆市、沈阳市、内蒙古自治区



2.2  研究假设
数字经济政策施行的目的在于促进数据要素与传统要素融合、提高数字技术应用水平，政策在执行时会对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效率提升产生影响。其一，在要素投入方面，首先数字经济政策直接带来农业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增加，补齐农业发展电力、移动通信、数据存储等硬件设施短板，由此会增加碳排放；其次，加强数据要素与其他要素融合，能够优化配置其他资源，如基于数据错峰调度电力和水力来减少能源使用、通过数字媒介传播低碳观念，从消费端降低碳排放。其二，在效率提升方面，数字经济政策能够整体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25]，拓展大数据技术应用范围，增强大数据技术使用深度，有效改善融资约束、节本增效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8]。对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而言，数字经济政策能够激励主体使用数字技术，减少种植养殖管理成本、改变农产品销售方式、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增加销售收入，从而提升规模效率。总体而言，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面的效益提升高于负面的碳排放，因而提出如下假设：
H1：数字经济政策会正向影响农业低碳生产效率。
为剖析数字经济政策的影响机制，本文将从农业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数字基础设施改善、农产品销售渠道拓展4个方面讨论该政策影响农业低碳生产效率的作用过程（如图1所示）。
2.2.1农业技术创新效应
数字技术能够突破时空的限制，有效促进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与有机整合，加强研发主体之间的合作交流和集体学习，实现生产要素跨行业、跨产业流动。数字技术创新通过管理赋能、投资赋能、营运赋能与劳动赋能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9]。农业技术创新不仅能提高当地农业生产效率和投入要素利用率，还具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18]。数字经济政策的出台，能为农业技术创新提供投资、税收和信贷等方面的实质帮助[30]，还能驱动区块链等技术有效保护技术创作者的知识产权，保障技术创新成果，提高创作者的创新积极性[31]。这些农业技术创新可以实现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以更少的能源消耗获得更多的产出，减少生产过程中CO2等污染副产品的排放，提高农业低碳生产效率。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2：数字经济政策通过农业技术创新正向影响农业低碳生产效率。
2.2.2 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效应
劳动力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数字政策推动数字技术的普及，促进教育资源在线共享，有效促进了教育资源均等化，有助于全面提升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数字经济政策影响劳动力职业环境的适应性、劳动者职业投入与劳动者社会资本积累，促进人力资本在农业领域发挥更大作用[32]。另外，政策支持建设和完善软硬件设施后，还能通过服务优化、制度激励、数据畅通等途径，引致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挤出部分低技能劳动力，间接或直接吸引知识和技术型劳动力向农业生产领域流动与集聚，以优化人力资本结构[33]，有效提高农业领域的人力资本水平。依靠高水平人力资本增强吸收和应用现有技术或创造新的绿色技术[34]【此处有何可引用之处？究竟是什么观点或发现值得引用？】，能够有力地提升农业低碳生产效率。故提出如下假设：
H3：数字经济政策通过人力资本效应正向影响农业低碳生产效率。
2.2.3数字基础设施改善
数字经济政策推动了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升级，大规模的5G网络、卫星定位、算力中心等设施设备为农业数字化应用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硬件基础，既能破解教育资源约束，又能促进产业创新，实现对劳动力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数字化赋能[35]。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农业相关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应用，能够发挥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农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加速农业智能化和自动化的实现，有效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可持续性和竞争力。尽管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带来一部分碳排放，但是数字基础设施可以实现区域资源合理、高效配置，深化区域间良性互动[36]，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产出，提升农业低碳生产效率。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4：数字经济政策通过数字基础设施改善正向影响农业低碳生产效率。
2.2.4产品销售渠道拓展
数字经济政策为农产品线上销售平台建设、物流运输优化、产销链条衔接等提供了有力支持，帮助农户顺利进入流通市场，实现农产品价值。数字技术创新了零售经营模式，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搭建了农民直接对接消费者的交易渠道，实现了去中间化的电商直售[37]，减少了中间商带来的交易成本，提高了农产品销售数量；同时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创造了更多绿色农产品市场需求[38]，通过终端反馈激励农业部门持续扩大绿色低碳生产，实现低碳生产消费良性互动。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5：数字经济政策通过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正向影响农业低碳生产效率。
[image: ]【图1内“增强劳动力质量”改为“提升劳动力质量”】
图1 数字经济政策对农业低碳生产效率的作用机制
3研究设计、模型与数据
3.1研究方法
3.1.1碳排放量测算方法
参考吴贤荣等[39]学者的研究，构建如下模型测算农业的碳排放量：
                                   （1）
式（1）中：E为农业碳排放总量；为不同碳源产生的碳排放量；为不同碳排放源的碳排放量；为各碳排放源的碳排放系数。
在此基础上，根据农业生产碳排放源头的特征将其分为农地利用碳排放、牲畜养殖碳排放和稻田碳排放3个方面。其中，稻田碳排放系数参照吴贤荣等[39]学者的研究取3.136 g /(m2d)，水稻生产周期以130天为准；依据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四次评估报告》，在实际计算中按照1 t的CH4等于6.82 t的C，将牲畜养殖过程中产生的CH4排放量转化为C排放量。相关碳排放系数如表2所示。
表2 农地利用和主要牲畜品种对应的碳排放系数
	农地利用碳排放
	[bookmark: _Hlk179493566]牲畜CH4排放

	碳源
	碳排放系数
	碳源
	肠道发酵碳排因子
	粪便管理碳排因子

	化肥
	0.90
	奶牛
	68.00
	16.00

	农药
	4.93
	非奶牛
	51.40
	15.00

	农膜
	5.18
	马
	18.00
	1.64

	机械总动力
	0.18
	驴
	10.00
	0.90

	翻耕
	312.60
	骡
	10.00
	0.90

	灌溉
	266.48
	骆驼
	46.00
	1.92

	
	
	猪
	1.00
	4.00

	
	
	山羊
	5.00
	0.17

	
	
	绵羊
	5.00
	0.15



3.1.2超效率SBM
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时，由于有投入要素松弛和有效单元排序问题，从而选择了能克服这些问题的超效率SBM模型。本文中将农业生产的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农业低碳生产效率值。
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中有m个投入、个期望产出和个非期望产出。记投入矩阵为、期望产出矩阵为、非期望产出为，其对应的投入产出值、y，由此构建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如下：
【式（2）中约束条件的各等式应用大括号括起来】

                                 （2）



式（2）中：表示第k个决策单元的第i个投入变量；j为不等于k的决策单元；表示投入冗余量；表示期望产出的松弛量；表示非期望产出冗余量；表示各决策单元的权重向量。
3.1.3 GML指数
GML指数是在Malmquist-Luenberge指数的基础上构建共同前沿面，从全局角度分析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GML指数由相邻两期生产点与共同前沿的距离组成，具体表达方式如下：
                                                （3）
式（3）中：)表示方向性距离函数；表示从t到t+1时期的GML指数，也就是农业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跨期动态变化；GML指数等于效率改变指数（EC）和离最佳实践前沿面的改变（TC）的乘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区域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即假定某一区域2008年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1，2009年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2008年与2009年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乘积。
3.1.4 双重差分法
数字经济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数字经济形态的发展，为了识别数字经济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效果和影响程度，需要将政策指标进行量化。为此，本文在测算出区域农业低碳生产效率的基础上，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法（DID）计量模型，考察试点政策对农业低碳生产效率的影响效应。模型的具体表达形式如下：
            （4）
式（4）中：i表示个体；t表示时间；是分组虚拟变量，实验组（即受到政策冲击的样本）的，否则；是分期虚拟变量，时间t在处置事件即政策冲击之后，则，否则；为控制变量；代表随机扰动项。
3.2农业低碳生产效率测算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参考李谷成[17]、吴贤荣等[39]的投入产出方法构建农业低碳生产效率测算指标体系（如表3所示），并基于投入产出指标选用超效率SBM模型与GML模型测度农业低碳生产效率。
【表3内统一行间距离】
表3 农业低碳生产效率测算指标体系
	维度
	变量名称
	指标名称
	指标单位

	投入指标
	劳动投入
	第一产业从业人数
	万人

	
	土地投入
	农作物播种面积
	103 hm2

	
	资本投入
	化肥使用量
	104 t

	
	
	农业【农药？】施用量
	104 t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
	104 t

	
	
	农用机械总动力
	104 kW·h

	
	
	有效灌溉面积
	103 hm2

	产出指标
	期望产出
	农林牧渔总产值
	亿元

	
	
	第一产业增加值
	亿元

	
	非期望产出
	农地利用碳排放量
	104 t

	
	
	牲畜养殖碳排放量
	104 t

	
	
	稻田碳排放量
	104 t



3.3模型设定
为验证数字经济政策对农业低碳生产效率的影响，本文以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试点政策实施的效应进行评估。评估模型具体设定如下所示：
    （5）
式（5）中：代表第i 个城市t年的农业低碳生产效率，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为设立试验区的虚拟变量，，表示省份所属的组别，若该省份属于实验组则取1，属于对照组则取0；某省份设立大数据试验区当年及之后的年份虚拟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表示大数据试验区的政策效果；表示年份固定效应；为省份固定效应。 

3.4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选取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可获得性，考虑到《中国农业年鉴》于2007年以后改变了各地区主要牲畜年末存栏情况中牛的统计口径，这对牲畜养殖碳排放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选用2008－2022年中国31个省份（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的有关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全国农业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各项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补充。
3.5变量的选取与说明
控制变量方面，本文控制了可能影响绿色农业低碳生产效率的其他变量，以便更加准确地评估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农业低碳生产效率的影响。其中，农业受灾治理情况（ln sc）用水土流失治理面积的对数来表示；信息传输水平（ln int）用各地区长途光缆长度的对数来表示；移动通信建设水平（Mcc）用各地区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来表示；政府支持（Gov）用各地区农林水事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表示；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DL）用各省份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与该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表示。
[bookmark: _Hlk179458684]机制变量方面：（1）农业技术创新，参考姚延婷等[40]的做法，采用各省份第一产业农业科研机构R&D经费支出来表征农业技术创新；（2）人力资本提升（Hum），参考李宪印等[41]研究，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法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用0、6、9、12、16年分别表示未接受教育和受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年限；（3）数字基础设施改善（Bro），采用各地区互联网接入端口数来表示；（4）农产品销售渠道拓展（Taobao），采用各地区淘宝村数量来表征，由于阿里研究院2009年才认定首批达到标准的淘宝村，因此该变量截取2009－2022年的数据。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4。
表4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Score
	0.465
	0.257
	0.134
	1.970

	did
	0.002
	0.046
	0
	1.000

	ln sc
	7.805
	1.319
	2.747
	9.722

	ln int
	10.085
	0.858
	6.688
	11.739

	Mcc
	1.695
	0.924
	0.441
	8.080

	Gov
	0.114
	0.034
	0.030
	0.204

	DL
	0.899
	0.054
	0.713
	0.998


4实证结果与分析
4.1基本事实描述
由表5可知，从碳排放量来看，中国农业碳排放量近年虽有减少趋势，但始终保持在高位，基本保持在600万 t以上；从农业低碳生产效率看，整体及各地区效率逐年提高，东部1）的效率值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的效率值则远远低于整体平均水平。图2直观地显示出中国的农业碳排放量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试点政策实施节点正是这一趋势变化的转折点，可能是试点政策的实施起到了减排增效的效果；而农业低碳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在逐步提高，也是在试点政策实施之后增速有所提升。
表5 中国区域农业低碳生产效率与农业碳排放量年度分布情况
	年份
	农业碳排放量/万t
	低碳农业生产效率

	
	31个省份
	东部
	中部
	西部
	31个省份
	东部
	中部
	西部

	2008
	683
	608
	1 096
	401
	0.28
	0.30
	0.19
	0.34

	2009
	696
	613
	1 127
	408
	0.27
	0.31
	0.19
	0.30

	2010
	708
	616
	1 158
	414
	0.28
	0.34
	0.21
	0.27

	2011
	718
	616
	1 178
	426
	0.32
	0.39
	0.25
	0.30

	2012
	726
	615
	1 196
	436
	0.34
	0.42
	0.26
	0.32

	2013
	733
	611
	1 215
	444
	0.38
	0.46
	0.28
	0.36

	2014
	727
	579
	1 229
	453
	0.42
	0.55
	0.29
	0.37

	2015
	739
	604
	1 234
	456
	0.40
	0.49
	0.29
	0.39

	2016
	737
	600
	1 232
	457
	0.43
	0.53
	0.31
	0.43

	2017
	735
	565
	1 296
	435
	0.46
	0.55
	0.32
	0.46

	2018
	718
	551
	1 263
	429
	0.49
	0.59
	0.33
	0.51

	2019
	701
	538
	1 231
	419
	0.60
	0.76
	0.38
	0.60

	2020
	704
	536
	1 248
	415
	0.67
	0.77
	0.48
	0.71

	2021
	698
	528
	1 239
	414
	0.74
	0.80
	0.55
	0.83

	2022
	690
	526
	1 218
	411
	0.91
	0.96
	0.62
	1.10


图2 中国农业碳排放量与农业低碳生产效率年度分布趋势

4.2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选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估计数字经济政策对农业低碳生产效率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结果显示，未加入控制变量时，试点政策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加入控制变量后，系数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农业低碳生产效率的提升，因此假设1成立；此外，控制变量政府支持、农业受灾治理情况、信息传输水平、移动通信建设水平、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均对农业低碳生产效率的提升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财政支持作为数字经济政策实施的重要手段，在促进农业低碳生产效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表6  变量的双重差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Score

	
	未加入控制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

	did
	0.292***
	0.214***

	
	(0.043)
	(0.047)

	ln sc
	
	0.124

	
	
	(0.102)

	ln int
	
	0.282*

	
	
	(0.145)

	Gov
	
	−0.858

	
	
	(1.201)

	Mcc
	
	0.0259

	
	
	(0.028)

	DL
	
	0.902

	
	
	(1.006)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常数项
	0.421***
	−4.107***

	
	(0.007)
	(1.266)

	观测值/个
	465
	465

	R2
	0.150
	0.341


注：1）*、**、***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的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

4.3稳健性检验
4.3.1平行趋势检验
满足平行趋势假说是利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政策评估的前提。本文借鉴郭炳南等[42]的研究，利用事件分析法开展了平行趋势检验，展示了实验组和控制组在试点政策冲击前后的变化趋势（见图3）。其中，d_4～d5分别代表试点政策实施时点的前4年至后5年。可以看出，试点政策实施之前，平行趋势检验得到了满足；试点政策实施之后对中国的农业低碳生产效率产生了持续性影响，且政策实施效果逐年强化，在设立之后的5年达到峰值。由此可见，数字经济政策确实有效提高了农业低碳生产效率。

[image: ]图3 样本实验组和控制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4.3.2安慰剂检验
为了检验试点政策对农业低碳生产效率的影响是否为随机现象，或由其他不可观测的随机因素干扰所导致，本文借鉴卢盛峰等[43]的做法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在研究样本中随机抽取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相同数量的省份构建虚拟试点政策变量作为伪实验组，再为每一个伪实验组随机抽取一个年份作为伪政策实施时间，生成其交互项伪政策虚拟变量并进行500次回归，根据回归结果绘制估计系数分布图。从图4可看出，在随机分组的500次抽样中，估计系数分布在0的附近且极大部分小于估计值，基本服从正态分布，表明大数据综合实验区的设立不会显著影响随机选取的实验组，证明研究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图4内实线形成的曲线代表什么补图注说明】
[image: ]图4 试点政策施行效应的安慰剂检验结果

[bookmark: _Ref148293893]4.3.3其他稳健性检验
（1） 缩尾处理。本文对所有样本进行5%的缩尾处理以避免样本极端值干扰回归结果。（2）时间滞后处理。考虑到数字经济政策的效应可能存在时间滞后性，分别对试点政策进行滞后1期和滞后2期检验。以上两种方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见表7），试点政策能显著提升农业低碳生产效率，进一步证明了基础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7 研究结论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Score

	
	进行缩尾处理
	滞后1期
	滞后2期

	did
	0.214***
	
	

	
	(0.030)
	
	

	L1.did
	
	0.221***
	

	
	
	(0.032)
	

	L2.did
	
	
	0.225***

	
	
	
	(0.032)

	
	(0.873)
	(0.957)
	(1.01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常数项
	−4.107***
	−4.345***
	−5.433***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
	465
	434
	403

	R2
	0.546
	0.578
	0.636



4.4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各区域的功能定位、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不尽相同，数字经济政策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文从四方面进行试点政策施行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4.4.1粮食功能区异质性
根据各省份的农业资源禀赋、粮食生产和消费特征以及粮食生产的历史传统将31个省划分为13个粮食生产功能区和18个非粮食生产功能区2）【补充文后注释给出两大区域分别包含的具体省份】，回归结果显示（见表8），数字经济政策能显著促进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非粮食生产功能区的农业低碳生产效率，且对非粮食生产功能区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这意味着试点政策显著正向影响了农业低碳生产效率，而粮食生产功能区作为中国粮食生产的核心区域，肩负了更多的粮食安全生产责任，生产导向性更强，因此试点政策对其农业碳排放量的降低效果不够强；而在非粮食生产功能区，试点政策能更好地在提高其农业生产效率和降低农业碳排放两端同时发力，政策效用更显著。
4.4.2地理区位异质性
分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回归结果表明，试点政策对东部低碳生产效率的促进效应小于中部，且该促进效应在西部最为显著。可能的解释是西部各方面的基础均相对落后，因此政策干预极大改善了西部的数字基础设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率提高；而中部和东部已经有良好的基础，试点政策带来的边际效应相对较小。
4.4.3  经济发展异质性
依据各省份人均GDP是否高于当年全国人均GDP，将31个省份分为较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3）【补充文后注释给出两大区域分别包含的具体省份情况】进行回归。相比于经济较发达区域，试点政策对欠发达区域农业低碳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经济发达区域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运行方式均与欠发达区域具有差异，试点政策恰好有助于提升经济基础薄弱地区的发展能力，弥合区域间的软硬“环境鸿沟”，带动落后地区低碳农业效率提升。
4.4.4政策强度异质性
参考陶旭辉等[44]的研究，考虑到第二批试点城市实施试点政策时，第一批试点城市会继续享有试点政策优惠和继续保持政策考核，因此试点政策实施批次不同，其政策强度也会存在差异，因此在第二批政策试点实施时点对第一批试点地区的政策虚拟变量二次赋值以体现政策强度变化。结果表明（见表8），在第二批试点地区实施试点政策时对首批试点地区进行政策强化，政策仍有显著促进效果，但是促进效果并未有显著提升，说明试点政策的新一批试点同时在多个试点城市大范围铺开时，政策效果出现了边际递减。

表8  试点政策施行效应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项目
	Score

	
	功能区划分
	地理区位
	经济发展基础
	政策强度

	
	生产
功能区
	消费
功能区
	东部
	中部
	西部
	较发达
区域
	欠发达
区域
	政策未
强化
	政策
强化

	did
	0.118***
	0.272***
	−0.057
	0.562*
	0.157***
	0.091**
	0.283***
	0.214***
	0.201***

	
	(0.033)
	(0.040)
	(0.036)
	(0.030)
	(0.053)
	(0.037)
	(0.055)
	(0.047)
	(0.028)

	常数项
	−2.959***
	−4.549***
	1.550
	1.845***
	1.862
	−10.380***
	−3.800***
	−4.107***
	−0.424***

	
	(0.713)
	(1.554)
	(1.104)
	(0.608)
	(1.954)
	(1.615)
	(0.976)
	(1.266)
	(0.867)

	控制
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
	195
	270
	180
	135
	150
	157
	307
	465
	465

	R2
	0.742
	0.479
	0.836
	0.881
	0.406
	0.703
	0.524
	0.341
	0.554



5作用机制分析
为进一步探索数字经济政策提高农业低碳生产效率的路径，本文以农业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提升、数字基础设施改善、农产品销售渠道拓展作为中介变量，探讨数字经济政策通过这4个方面影响农业低碳生产效率的作用机制。
借鉴李建明等[45]的研究方法构建机制检验模型。第一步，检验试点政策实施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模型表达形式为：
                                             （6）
第二步，检验中介变量对农业低碳生产效率的影响，模型表达形式为：
                                                                        （7）
式（6）中：代表农业技术创新。
试点政策对农业低碳生产效率的作用机制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从农业技术创新来看，试点政策对农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农业技术创新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业低碳生产效率，故假设2成立。由此可见，数字经济政策对农业技术创新发展有促进作用，原因可能是数字经济政策支持搭建的创新创业平台为农业技术创新打造了良好的要素流动条件；同时，数字经济政策有效维护了技术创作者的知识产权，促进了技术创新。从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低碳生产效率的影响来看，农业技术的创新可以通过引入新的方法、新的工具、新的技术来提高生产效率，还能将新能源运用到农业生产过程以实现更低的碳排放。
从人力资本效应来看，试点政策对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人力资本对农业低碳生产效率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因此假设3成立。数字经济政策推动的具有普惠性质的教育网络平台通过在线培训、移动应用和远程指导等方式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了劳动力素质，有利于劳动者了解绿色低碳农业，科学地减少化肥农药的施用，促进了农业低碳生产效率的提升。
从基础设施改善方面来看，试点政策能正向促进数字基础设施的改善，同时数字基础设施也能显著提高农业低碳生产效率，两者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故假设4成立。该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政策促进了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资金建设高速网络、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为农业生产提供稳定、高效的数字支持，带动了农业生产开展数字化管理，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从农产品销售渠道来看，试点政策在1%水平上正向影响了农产品网络销售，而新销售渠道也在1%的置信区间拒绝原假设，因此假设5成立。结果说明数字经济政策支持了农产品扩宽网络销售渠道，通过搭建良好的农产品线上销售平台，有效促进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高效联结，减少流通环节碳排放。 

表9  试点政策对中国农业低碳生产效率作用机制分析结果
	变量
	农业技术创新
	人力资本提升
	数字基础设施
	销售渠道拓展

	
	Patent
	Score
	Hum
	Score
	Bro
	Score
	Taobao
	Score

	did
	6.993***
	
	0.406***
	
	0.263***
	
	117.852***
	

	
	(1.117)
	
	(0.076)
	
	(0.022)
	
	(29.756)
	

	Patent
	
	0.016***
	
	
	
	
	
	

	
	
	(0.001)
	
	
	
	
	
	

	Hum
	
	
	
	0.387***
	
	
	
	

	
	
	
	
	(0.031)
	
	
	
	

	Bro
	
	
	
	
	
	0.810***
	
	

	
	
	
	
	
	
	(0.052)
	
	

	Taobao
	
	
	
	
	
	
	
	＜0.001***

	
	
	
	
	
	
	
	
	(＜0.001)

	[bookmark: _Hlk150355573]控制
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211.300***
	−0.978
	−5.221**
	−2.279**
	−8.166***
	2.503***
	−1.789**
	−4.279***

	
	（33.540）
	（0.782）
	(2.318)
	(0.888)
	(0.723)
	(0.731)
	(722.100)
	(0.889)

	观测值/个
	465
	465
	465
	465
	465
	465
	434
	434

	R2
	0.845
	0.648
	0.580
	0.573
	0.696
	0.760
	0.485
	0.589


6 结论和启示
农业生产绿色化、低碳化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特征，而数字经济政策起到了促进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本文以中国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对象，检验数字经济政策对农业低碳生产效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认为试点政策通过促进农业技术创新、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改善数字基础设施以及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来提高农业产出效益并降低碳排放强度，并且政策的实施效果逐年强化，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非粮食主产区、西部地区的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果表明，试点政策推动了中国农业生产向高效、低碳的方向演进，政策同时作用于农业生产和碳减排，在减少农业碳排放量同时提高农业生产效益。说明数字经济政策不仅有很强的经济效益，能够带动农业增产和农户增收，还具有较高的生态效益，能依托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基础设施完善和销售渠道拓展等方式减少碳排放。
由此，建议中国充分利用数字经济政策促进农业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提高生产水平，推动农业绿色低碳转型，发挥农业在“双碳”目标中的基础减排的贡献作用。第一，利用数字科技支撑农业低碳发展，应用数字技术加强对农业技术创新的保护，协助攻克种业等农业生产关键核心技术，采用优化算法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落地，激发农业经营主体采纳低碳生产技术的主动性。第二，培养数字人才带动农业低碳发展，完善利益机制激励主体共享数据，发展数字交流平台促进农业劳动者分享和传递默会知识，提高全行业人力资本的数字素养，提升农业生产者发展低碳农业的能力。第三，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保障农业低碳发展，数字基础设施是农业生产精细化管理、农田环境监测、农业生产预测的基本前提，要基于各地区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现实情况，精准实施和推进低碳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服务，加大对西部和经济不发达地区数字农业的支持力度。第四，推广新模式新业态拉动农业低碳发展，要加大力度鼓励农产品数字化销售模式示范试点，通过政策引导有效促进农产品生产端和消费端的对接，及时反馈消费端的绿色低碳需求，倒逼农业生产环节应用绿色技术和低碳模式，实现农业在低碳生产中获取经济效益。

[bookmark: _GoBack]注释：
1）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发布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等经济政策文件，将中国31个省份（未含港澳台地区）划分为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四大区域。其中，东部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中部包括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西部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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